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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探析

——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

张若愚

［摘 要］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占领地华资工厂实施“军管理”，采取攫夺拆卸、“合作”经营、租赁变卖等形

式使民族工业遭受重创。1940年 3月，为配合成立在即的汪伪政府，昭彰“日中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日本决定“发

还”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至1943年7月28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等140家华资工厂历经日方公告、国民政府阻扰、

汪伪督促等曲折后，先后解除“军管理”，“回归”中方。但究其实质，“发还”只是日方经济统制与政治占领的另一种延续，

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并未因此而“重获新生”。具体到大生公司，其“发还”的坎坷历程，背后暗含着鲜为人知的势

力折冲、日汪等多方势力的各取所需及“军管理”工厂的艰难求存。

［关键词］ 汪伪政府 华中沦陷区 南通大生纺织公司 “军管理”

1937年 8月 13日淞沪战役打响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遭受炮火摧残，进而战争迅速扩大，

至 1938年 10月 25日汉口失守，民族工业云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大部沦陷，此被称为华中沦陷区①。

而国民政府组织厂矿内迁因江阴封江②、上海沦陷等原因效果大打折扣，加之军需工厂是内迁重点，

众多棉纺织、丝绸、日用、卷烟、面粉、橡胶、钢铁、电力、船舶、机器制造等轻重工业依靠政府力量迁移

后方已不具备实现的可能。因而，有很多工厂毁于战火，即便幸存亦难逃沦陷之后的“军管理”③命

运，而借助德国公司庇护及高层对日斡旋等抵抗日方一年之久的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以下简称大生

或大生公司），亦在 1939年 3月 2日遭受日本“军管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军管理”涵盖作为“官

产”的中国政府所属产业和被日军“暂管”的华资私人产业（即民族工业），但从实际过程来看，后者占

据了绝大的比重。④

学界既有成果对“军管理”工厂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视野聚焦于日方自上而下的占领与统

治，即日方如何侵占民族工业、如何实行“军管理”等问题，以及工厂企业自下而上的应对与抵抗等方

① 华中沦陷区具体指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为中心的苏、浙、皖、鄂、赣各省沦陷区。

② 1937年 8月 11日，蒋介石令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于江面狭窄、河床较浅的长江江阴段封江，沉军舰、商轮、民船、盐船等，布下水

雷，阻止日本军舰溯江而上。

③ 所谓“军管理”，是抗战时期日本对占领区内华资民族工业进行“接管”，以“军管”的名义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包括从直接盗拆

盗运，到利用“委托经营”“合办”“租赁”“收买”等方式，对民族工业实施“军管理”。另据日本兴亚院的解释，即依据“国际公法”和“战时

法规”没收“敌人官产”的行为，但为防止“不逞之徒”加以破坏，对占领区内的无主私人产业也由军方暂时予以保管。参见庄志龄：《“军

管理”与日本战时对上海华资企业的攫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 6期；周宗根《1938—1939年大生纺织公司对日本“军管理”的应

对》，《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庄志龄：《“军管理”与日本战时对上海华资企业的攫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

·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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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①而在战争中后期“军管理”工厂的“发还”问题上，学界未能给予足够关注，或仅阐述基本史实，或

附带于相关企业史、汪伪政权史研究之中，寥寥数笔，着墨不多，无法窥探民族资本家、日方、汪伪政府

及国民政府等各方面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与作用发挥。②因此，本文以大生公司为例，试图解构与重

构民族工业从申请“发还”到解除“军管理”期间的变化历程，管中窥豹，从侧面展现“军管理”工厂生存

实态及各方势力博弈的历史面相。

一、日汪就“军管理”工厂“发还”的交涉与准备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中部地区接连失守，成为日军占领地。对于大生公司等众多未能内迁后

方被迫滞留在沦陷区的民族工业来说，日军的入侵与占领使之遭受严重的生存威胁。日军为更好地统

制华中沦陷区经济，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侵华战争经济据点，对其占领地各华资工厂实施“军管理”。③

就大生公司而言，1939年 3月 2日上午 10时，由日军驻南通特务机关长滨本宗三郎向大生一厂、副厂、

三厂、电厂同时发布布告，勒令停工并接管各厂，实施“军管理”。“军管理”后，大生各厂交由日商钟渊纺

织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钟纺）“经营”，并将各厂划入钟纺在日军当局授意下建立的南通沦陷区经济统制

机构——江北兴业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公司），一厂改为“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织厂江北第二厂”，副厂

改为“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织厂江北第一厂”，三厂改为“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织厂江北第三厂”，电厂

改为“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织厂江北电厂”。④

作为占领者的日方及受其扶植的地方伪政权迫切需要重建秩序，安定社会，获取政治资本与稳固

统治根基，对“军管理”工厂采取“委任经营”或是“合办”“租赁”“收买”等形式，虽然扩大了日资企业的

规模，但实际运营效果不尽如人意。以大生公司为例，作为经营者的钟纺在“军管理”时期，开工生产实

为有限，多以拆卸、改造机件、掠夺存货等形式补充军需，加之南通周边抗日武装活动频繁，大生各厂内

部亦存在零散的工人罢工、反抗等行为，因而“军管理”下的大生公司可以用“惨淡”形容，这也是华中沦

陷区“军管理”工厂生存实态的缩影。

考虑到“上海以及苏、浙、皖各埠为日军占领之各种工厂共达 130余所之多，十之八九均为民有”⑤，

此时正在与日方谈判、积极筹备成立“新政府”的汪精卫等人遂对“军管理”工厂问题投射关注。据曾任

汪伪工商部部长的梅思平在战后审判自白书中记述：“自二十八年（1939年）冬汪先生（汪精卫）即命余

与日本交涉，将日军占据之中国公私有一切工厂尽行收回。”⑥1939年 6月 15日，汪精卫等拟具《对日本

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之希望》，向日方提出“发还军管理”工厂的设想，但并未得到日方的及时回复。

直至 10月 30日，由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制定《日本方面回答要旨》，成为日方对汪伪方面的正面回

① 研究成果：庄志龄：《“军管理”与日本战时对上海华资企业的攫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 6期；周宗根：《1938—1939年大生

纺织公司对日本“军管理”的应对》，《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 4期；李占才：《抗战期间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民国档

案》2005年第3期；朱婷：《1937—1945年在华日资工业企业扩张及其特点——以战时华中沦陷区为例》，《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蒋宝

麟：《战时沦陷区内民族资本与日方的“有限合作”问题——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海韵：《抗战

时期日伪对上海棉纱的掠夺与统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春英：《“统制”与“合作”：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商人》，复旦

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② 研究成果：任荣：《日军管理工厂发还始末》，《江苏历史档案》1994年第 3期；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编：《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陈克潜、陈克澄：《风雨如磐忆江南——陈范有

与江南水泥厂》，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王喜琴：《抗战时期的南京永利铔厂》，南京师范大学 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黄美真编：《伪

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日］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みすず書房、1964年。

③ 庄志龄：《“军管理”与日本战时对上海华资企业的攫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

④ 「江北興業公司事業現況報告関係」、1941年11月1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8061293800（日本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⑤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

⑥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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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日方指出：“目前日军管理中的公营及私营的工厂、矿山和商店，并非占领和没收”，并且强调“随着

事态的发展，秩序的安定，适应日中新关系的调整，依照合理的办法，逐渐移交给中国是不言而喻的。

其细节另外再作具体协议”。①如此一来，日方虽然拒绝了汪伪方面尽快“发还军管理”工厂的要求，但

也表明可以“逐渐移交”，透露出“发还”的希望。同时需要注意，虽然日方给予汪伪可以商议“发还”事

宜的余地，但是亦明确“这些财产返还中国之际，可以适当采取合办方式经营，以安民心”②，意味着“军

管理”工厂即便“发还”，亦将面临“合办”的命运，日方对待沦陷区华资工厂的真实意图可见一斑。

12月 31日，日汪双方签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协议书类》，其中《秘密谅解事项（第七）》约定：

“关于军管理工厂、矿山和商店……除了有敌对行为的和军事上必需而不得已的特殊情况外，对于作为

保护财产而管理的，须迅速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原则，通过合理方法，移交华方管理。”③可见，经交涉沟

通，日汪双方在“军管理”工厂的“发还”问题上取得突破，至少可以提上议程。

1940年 1月 10日，日方对沦陷区“军管理”工厂提出“发还”的构想——“按照中央批准的次第顺序，

各集团军先后解除军管理……联合维新、临时两政府同时布告，布告内容提交总司令官审阅……依据

处理纲领日华双方协同办理。”④3月 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率先出台《军管理工厂处理纲要》，对华北

沦陷区的“军管理”工厂“发还”做准备，明确规定方式、方针、政策、“利益金”计算及分配、“发还”后的

“合办”形式等内容⑤，为华中沦陷区即将开始“发还”提供借鉴与参照。随后，为表“日中亲善”以达笼络

民心之效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于 18日发表声明，揭开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的

序幕。

日方通过“发还”声明，极尽言辞，以此“诱惑”人心，给予“新中央政府”之“合法”“正统”地位，促使

“军管理”工厂“移归中国政府管理”，形塑各“军管理”工厂所有者对中国“新政府”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消弭西迁重庆的国民政府对华中沦陷区有限的控制能力及影响力。⑥“发还”声明一出，对华中沦陷区

内饱受“军管理”之苦的华商群体及各工厂职员、工人而言，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利好”消息。大生各

厂职员亦向大生总管理处报告：“政府出具发还声明……据理交涉尚可得合理结果。”⑦同时，“发还”之

于汪伪政府而言，亦是难得良机——若能成功使日方让步，将可获得沦陷区商民的拥护与支持，稳固肇

建未久的新政权，这是汪伪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⑧因此，“发还”虽然遭到“军管理”既得利益者

——在华日商及驻地日军之反对，但日方最终决定将“发还”事宜交由汪伪工商部负责。

5月 11日，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以下简称接收委员会）正式成立，梅思平任委员长，伪财政次

长蔡培任副委员长，赵叔雍、袁愈佺等任委员。16日，汪伪工商部正式对外发布《发还日军管理工厂申

请规则》，大生公司等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可以向其提交“发还”申请，符合规程者予以“发还”。

依据申请规则，“军管理”工厂陷于较为被动的处境，看似“民主”“和善”的汪伪政府则占据着较为

① 《日本方面回答要旨》（1939年 10月 30日），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418页。

② 《日本方面回答要旨》（1939年10月30日），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418页。

③ 《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协议书类》（1939年 12月 31日），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 571
页。

④ 「軍管理工場解除に関する件」、1940年 1月 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1773800（日本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⑤ 「軍管理工場処理に関する件」、1940年 3月 1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1926900（日本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⑥ 「軍管理工場解除に関する布告の件」、1940年 3月 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1927000（日本防衛省

防衛研究所）。

⑦ 《大生总管理处所存日寇劫管期间内部通信》（1940年4月30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沪事务所档案，档案号：B401-111-618。
⑧ 周宗根：《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南通绅商与战时政治（1937—1949）》，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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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位置，可以核准工厂的申请、订立契约合同、甚至是权益。规则制定较为严苛，对各工厂的复业

及其计划、各类证明文书、时间节点等提出较高要求，无法符合者则不能顺利“发还”。要而言之，工厂

能否“发还”，汪伪政府握有决定权。当然，这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解，在实际执行层面，汪伪政府握有多

少实权不得而知。为配合汪伪方面的“发还”政策，日方亦成立“陆海军管理工厂整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整理委员会），由陆军中将樱井省三担任委员长①。至此，日汪双方相互配合，准备共同完成“发还”，

使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更好地服务于日方经济统制与物资统制，服务于其对华侵略。

二、国民政府的舆论反对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迁重庆坚持抗日的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官方政权。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权

威，巩固执政根基，国民政府必然对日方在其占领地扶植的伪政权采取反对、打压等手段。但是，囿于

对日作战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民政府本就薄弱的控制能力使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伪政权的存

续。因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国版图被迫分割为国统区、沦陷区与根据地。

这一时期，为严密防范来自沦陷区的“敌货”入侵国统区，避免打乱本就脆弱的社会与经济秩序，处

于沦陷区的华资工厂一旦被日方占领，其所生产之物即系“敌货”，流入国统区便被扣押——“经济部为

防止敌货侵略，始于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公告，被敌人攫夺统制之厂，所出之品应属敌货，禁止购

运”。②就大生公司而言，在其抵押德国公司获得“德产”身份从而可以在沦陷区生存时，销往沿海各埠

及大后方的各类纱布便“因被视为日货嫌疑而遭查禁，故各代销商来函要求证明非日货”③，其亦多次与

经济部交涉，大费周章确保售纱无阻。但在大生公司被迫“军管理”7个月后，即 1939年 10月 28日，经

济部宣布查禁其所生产纱布。

1940年后，在日汪合作对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着手准备“发还”工作的同时，传来了国民政府

的反对之声。日汪以“发还军管理”工厂获取民心，从而影响沦陷区商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忠诚，如

此必然会引发其表达强烈不满与抗议，华中沦陷区各民族工业的生存命运如草芥般在南京与重庆之间

飘忽不定。此时，已经升任大生公司常务董事、并成为大生公司实际掌权人的陈葆初，亦受到影响，仍

在犹豫之中，迟迟未做决定。

处于沦陷区的大生公司等华资工厂，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而遭受日本“军管理”，其对国民政府

的政治忠诚度是否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削减，这是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因而，国民政府必

须采取行动，无论出于宣化权威或者阐释真相等各种意图，加以阻扰日汪“发还军管理”工厂。

因距离遥远且控制力有限，国民政府只能通过舆论传播与震慑作用，警醒沦陷区商民的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之意识，激发其忠于国家、政府、人民的正统思想。国民政府与汪伪政府就华中沦陷区

“军管理”工厂“发还”一事，开展舆论战，争夺沦陷区商民的理解与认同，熔铸执政拥趸与根基命脉。

1940年 7月，国民政府发出布告，明令“军管理”各厂不得向汪伪政府申请“发还”。可以看出，国民

政府以其正朔地位严令禁止沦陷区商民与日汪“合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国家之资源”“个人之

利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重申“军管理”工厂之重要性，向商民释放国家与政府并未放弃沦陷区民

族工业的讯号，并强调“将来以汉奸或以资敌之罪论”，言下之意伪政权气数不长，日本侵略者必然失

败，给予沦陷区人民胜利终将到来的希望，意欲用道德尺度与民族大义向“军管理”工厂所有者施加压

① 1941年1月24日后，更换为陆军少将、登部队参谋长前田正实担任。

② 《新记新号罗莲舫呈请发还所扣大生厂及苏纶厂出品绒布的文书》（1940年 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
24156。

③ 《南通沦陷后大生纱布被视为日货嫌疑而遭查禁及大生公司向有关单位要求证明其为纯粹国货事》（1938年6月），南通市档案

馆藏大生纺织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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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据接收委员会向整理委员会汇报，“以重庆方面之恐吓关系，或因事实困难之故”，多数企业“未敢

出面申请发还工厂”。②

国民政府发起舆论反对战后，汪伪政权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双方利用舆论效应隔空打擂。汪伪政

权称：“重庆政府以前常宣传，日本声明军管理工场之发还乃系欺骗民心之空头支票，英美各国政府对

其实现亦有疑心，但今日果如何乎？日本正义的真意，为中日共存共荣而不辞任何牺牲。”③对于重庆国

民政府出台的布告，汪伪政权亦加以驳斥：“国府还都和平实现，日本当局表示真诚亲善，曾经发表交还

军管理工厂之重要声明。工商部成立以来，即积极进行接收事宜……渝方对此仍为震怒，竟发出荒谬

布告，威吓厂商，希图阻扰。”④从汪伪政权的驳斥与反击来看，日本是其坚实“靠山”，意欲借助日本压制

站在对立面的国民政府并安定沦陷区商民人心。诚然，日本是沦陷区的占领者，亦是汪政权的扶植者，

更是“军管理”工厂“发还”的决策者。可以说，日方握有沦陷区民族工业的“生杀大权”。因而，汪政权

以日方意志的继承者与执行者自居，抨击国民政府所谓的政治权威其实不堪一击，沦陷区民族工业只

能“各为其主”。

为强化舆论攻势，国民政府决定利用报纸这一媒介扩大影响力与影响范围，利用直属于国民党中

宣部、并在上海租界内刊印发行的《中美日报》作为平台，直插汪伪政府与华中沦陷区的经济动脉、同时

也是“军管理”工厂聚集地——上海，最大程度制造舆论风潮。7月 29、30两日，《中美日报》“每周经济

时评”板块刊登《发还沦陷区工厂问题》一文，指出：“一般无知之徒，以为此一事实，足以证明伪府确有

相当魄力，自日军手中收回所失；同时亦以为日阀业已转心回意，尊重华人产业所有权，放弃其强掠霸

占政策矣。”⑤该文通过分析日方“发还”政策，揭露其真实目的与意图——“所谓发还，仅属一种名义，实

际上却利用‘发还’之命，追令未与日商合作之一切工厂所有者，与之合作，使日商之霸占行为成为法理

化，使日商之掠夺所得之利益，获得法律上的保障。”⑥行文言辞激烈，“傻子”“无知之徒”等词透露出重

庆方面对“军管理”工厂及沦陷区商民的警告，意欲彻底阻止“发还”。在文末，作者将民族资本家抬高

至“宁愿饿死，不愿为获得眼前小利，向强人叩头求惠”⑦的崇高境界，激发沦陷区商民的民族情怀与国

家意识。

在国民政府愈演愈烈的舆论攻势下，汪伪政府于 7月 31日再次还击，梅思平约记者以谈话的形式

登报予以说明。梅思平表示：“渝方近竟抹煞事实，对一般商民发出威胁厂商之布告，意欲混淆视听

……不知商人固有权益理当收回，非任何人所能阻止，政府只有予以援助，决无反事摧残之理……渝方

早已自弃其民，商民权益，自更非所顾惜，今政府当局，殚心竭虑，欲为我商民收回既失之权益，而渝方

犹不惜作极端之破坏，商民权益之损失，不独痛痒漠不相关，凡与收回权益者为诚不明其居心何在？”⑧

从梅思平言语中不难发现，他转移话题，不去回应国民政府指责的日方“发还”实质，反而强调国民政府

对沦陷区人民及工厂的抛弃，突出商民的利益受损，意图在情感上撕裂沦陷区与国民政府的联系，塑造

汪伪维护人民尤其是商人权益的“亲善”政府形象，争夺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这一场因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引发的舆论战，由国民政府主动进攻、汪伪政府予以还击，双

方各执一词，互不示弱，其背后隐含的是不同政权对商民的争夺战，对统治权威与根基的政治、经济需

①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②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③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④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⑤ 乐嘉康：《发还沦陷区工厂问题》，《中美日报》，1940年7月29日，第6版。

⑥ 乐嘉康：《发还沦陷区工厂问题（续昨每周经济时评）》，《中美日报》，1940年7月30日，第7版。

⑦ 乐嘉康：《发还沦陷区工厂问题（续昨每周经济时评）》，《中美日报》，1940年7月30日，第7版。

⑧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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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双方的互相指责均未切入要害，并且“在商言

商”，民族资本家对民族大义与个人利益之间有着自我的取舍标准与价值判断，生存议题下无论国家或

是政府均需作出让步，这是当时环境与背景造成的复杂面相。因此，华中沦陷区内大多数“军管理”工

厂更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国民政府的威胁恫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还”进程，无法达到阻止

的既定效果。同时，在双方的主战场上海，“日方举行军管各业厂商恳谈会，并向厂商说明政府维护民

族工业之本意”①，以作安抚民心，稳定局势。

但不可否认，国民政府的舆论攻势与冲击并非一无所获，不是汪伪所言的“渝方之荒谬布告，不攻

自破，而观望不前之一小部分商民，其疑虑自亦必风消云散，而踊跃参加，各地工厂复业顺利，生产力量

增强”。②此舆论虽未完全动摇沦陷区华商向汪伪政府申请“发还”的想法，但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

“发还”秩序，迫使日汪调整“发还”政策。舆论战后，接收委员会向汪伪政府请求延展时日，将原先既定

的申请时限由 8月 15日结束延续到 10月结束，并经汪伪行政院决议，“本部为股权厂商固有权益起见，

量予通融，展期两月，自八月十六日其至十月十五日为止”。③

可以说，国民政府发起的舆论反对战，不仅向沦陷区商民宣示权威、展演正统，更使得日汪欲笼络

民心、彰显“日中亲善”之目的受到折损。梅思平在 1940年 11月东渡日本参与座谈会时表示：“今年三

月，‘贵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有从早归还所管理工厂矿山的声明……可是当时就有人竭力宣传说‘贵

国’的声明是假的，是欺骗中国人的手段，日本决不会真正实行的……所以中国产业界人们对此很失

望，因此‘反宣传’，更加活跃。”④并且，接收委员会承认：“因重庆反宣传及恐怖压迫，初多观望，继续本

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再三派员解释，并由日方两次召集恳谈后，最近业已纷纷前来申请。”⑤

大生公司也受到国民政府舆论反对战影响，其高层陈葆初等人的踌躇与观望态度引发日汪不满，

“为积极促进返还工厂事宜早日完成，整理委员会爰决定召集中日双方产业者举行恳谈，说明返还工厂

意旨”。⑥1940年7月23、24、29、30等日，日汪借日本俱乐部及礼查饭店，召集大生等华资纺织公司正当

权利人或代表人举行恳谈会，以示“诚意”，试图打消大生公司等华商顾虑。临近 8月，大生公司前董

事、接收委员会委员赵叔雍致信陈葆初称：“出于友邦亲善，政府为谋厂商原有利益起见，积极进行，规

定申请期限为三个月，转瞬届满……接收时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复业后原料之供给、出品之运销以及利

息之保障等等，订有妥善办法。”⑦在信中，赵叔雍借“亲善”“平等”“互惠”等辞藻粉饰日汪，通过建构“发

还”后有助于改善工厂生存的“美好”图景，意欲说服陈葆初，使其代表大生公司提出“发还”申请。

三、大生公司“发还”之波折历程

1940年 8月初，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经理成纯一、第三纺织公司经理沈燕谋正式向接收委员会申请

“发还”大生一厂、三厂、副厂、电厂各厂，其称：“公司各厂前奉日军管理以来损失巨大。兹奉悉钧会通

告以前暂行管理之各工厂，业已准许由合法权利人收回复业……呈请钧部鉴核俯赐准予发还，以维民

①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②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③ 《汪伪工商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组织规程经费等事项案》（1940年 4月—1943年 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

政院档案，二〇〇三/4649。
④ 栖明：《梅逆思平的悲鸣》，《新华日报》，1941年3月28日，第2版。

⑤ 《汪伪工商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组织规程经费等事项案》（1940年 4月—1943年 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

政院档案，二〇〇三/4649。
⑥ 《大生纺织公司向侵华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申请发还要厂所属一厂、副厂、电厂、三厂的有关材料》，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

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212。
⑦ 《日军管理工厂业务文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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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①17日，梅思平批复意见，要求“补具证据书类参考文件及复业计划书”②，再做重新审批。接收委员

会驻沪办亦致函大生公司：“据日本军管理工厂整理委员会负责人面称，以公务上之需要……应请该公

司将民国二十六年七月（1937年 7月）或民国二十九年九月（1940年 9月）之一万元以上股东户名、股银

籍贯、现任职业、通讯地址等，依股银之多寡顺序开列。”③显而易见，日方用心“良苦”，意图掌握大生公

司等“军管理”工厂的股东结构及详情，便于其开展公私两方面的利用与“合办”经营。随后，由于大生

公司的不配合，接收委员会以其不符合申请规则为由，驳回“发还”申请。

此后，大生公司的“发还”申请便陷入一拖再拖的无限展期之中。不仅是大生公司，众多华中沦陷

区“军管理”工厂提交“发还”申请后，亦遭到日方以各种理由的驳斥与反对，夹在二者中间的汪伪政府

则处境尴尬，只得奉日方令将申请“发还”的截止日期一再延后。接收委员会坦言：“惟因种种关系，办

理完竣，尚需时日。本部以接收事宜仍属繁重，该会实有延长时期之必要。”④1940年 12月，接收委员会

驻沪办事处主任金祖惠致信梅思平，抱怨“对日方发还工厂交涉，每日仍在努力进行之中，惟以日方意

存拖延，迄今不能顺利解决”。⑤

在拖宕中，接收委员会发生机构变动。1941年 8月，工商、农矿两部合并，成立汪伪实业部，梅思平

任部长。9月 19日，原接收委员会移交实业部，“当以接收事件，尚须对外折冲，自应仍暂用该会名义，

以利进行”。⑥1942年 4月 29日，接收委员会人员及组织规程调整，袁愈佺、王家俊兼任副委员长，对外

称“实业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以下继续简称接收委员会）。与此同时，1942年 5月后，日军在

珊瑚海战役、中途岛战役、瓜岛战役的接连失败，使其彻底丧失对美军作战的主动权，内部厌战情绪激

增，更使日方转变对华政策，欲与汪伪政府“今后当同心协力，将中日两民族打成一片，努力促进总力战

体制”。⑦此时，华中沦陷区仍有超过 3/4的“军管理”工厂尚未“发还”，汪伪政府的自主权获得提升，将

意味其在“发还”问题上将握有较大的话语权，这对包括大生公司在内的“军管理”工厂而言无疑是“利

好”讯息。随着汪伪政府与日方上层达成一致，大生公司申请“发还”出现新契机与新希望。

1943年初，陈葆初亲自向接收委员会再做“发还”的申请，填具相关信息与表格。3月初，大生公司

驻通办事处向一厂厂长吾葆真、吴蓂阶致函：“一厂修机间主任日人小坂根据警备队所得之消息，与杨

信之君谈称，关于大生与江北之合作问题已经在沪协商接近，外界尚未发表……后小坂又称该公司初

受军部委托时原抱有伟大计划，后军部种种限制，致计划不能全部实现，此实为公司无以经营之一因

……按以上所谈推测之，可知该公司并无坚持合作之意，又按一厂内部情形引证该日员所谈似多吻合

之处。”⑧根据函件所述，可知此时大生各厂内部已经开始流传“发还”的传闻，并与日方在厂行为相互印

证——“各部建筑修理之停顿，各部账目之清算，栈内布匹零码全部出栈准备标卖，存纱则招［召］集织

① 《大生纺织公司向侵华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申请发还要厂所属一厂、副厂、电厂、三厂的有关材料》，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

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212。
② 《大生纺织公司向侵华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申请发还要厂所属一厂、副厂、电厂、三厂的有关材料》，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

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212。
③ 《大生纺织公司向侵华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申请发还要厂所属一厂、副厂、电厂、三厂的有关材料》，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

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212。
④ 《汪伪实业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撤销案》（1943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169。
⑤ 任荣：《日军管理工厂发还始末》，《江苏历史档案》1994年第3期。

⑥ 《汪伪工商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组织规程经费等事项案》（1940年 4月—1943年 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

政院档案，二〇〇三/4649。
⑦ 《协助国府扩充实力，日对华意见已一致》，《中华日报》，1941年11月21日，第1版。

⑧ 《大生驻通办事处致吾葆真、吴蓂阶函》（1943年 3月 21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

（V）》，内部印行2007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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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赶紧织布。至各工场除布厂、修机两间照常工作外，余均停工已久。”①

此外，从这段时期开始，仍在“军管理”之中的大生各厂，其日方职员陆续离厂，“江北公司各部均在

积极筹备结束，对于厂务管理近来颇呈松弛”②，再次掀起破坏、攫夺厂产之新一轮高潮。3、4月份开始，

日方即加紧窃取大生各厂硬件、设备、厂产等物，“甚至有公开搬运出厂者”③，至 6、7月间达到顶峰，“闻

日员亦常窃取机件之便于携带者出厂”④，大生各厂损失甚重。由此虽然能够证明大生各厂的确“发还”

在即，但驻通日方意图留给陈葆初等一副空壳，可见“发还”的困难与阻力有增无减。4月 18日，一厂职

员王兰生致函吾葆真、吴蓂阶：“正副两厂因交还风炽，日方华工护［互］相偷窃，层出不穷……谣传日方

论调，四月底原主如不接收各厂，是自甘暴弃，彼方又要重整旗鼓，将来之交收无期。”⑤5月 28日，王兰

生再向吾、吴二人致函：“兹缘一厂近数日来搬运偷窃各种机件物料之风又复甚炽，并闻不日有大部主

要机件搬走之说。”⑥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发还”的呼声水涨船高，相伴随的是谣言四起，生存抑或毁灭

是大生公司亟需面对的十字路口。

同时，南通本地的日本驻军亦趁大生公司“发还”在即，进厂劫货。6月 23—27日，日军“荣”1627部
队“主动来厂接洽，拆机者为该部队秋元君、曹亚闻，该队为上海兵器制造厂之保护部队”⑦，其率领上海

兵器厂华工 50名、日人 40余名拆卸老厂马达 195只，修机间车床、钻床、刨床等机件 24部，以及日用零

件、老虎钳、皮带等，由江北公司之江北丸直运上海汇山码头交卸。⑧

以上种种，均能显示出日方内部对“发还军管理”工厂的意见不一致。日方上层的政府机关主张从

调整日汪关系、强化“国民政府”的立场出发，从政略层面考量，尽早归还处于“军管理”的大生各厂。⑨

但是，具体到驻地的日军与日商，却与高层“背道而驰”，试图在大生公司“发还”之际“负隅顽抗”。一方

面，作为大生各厂“军管理”后的经营者，日商钟纺及江北公司并不赞成日方上层与汪伪政府所达成的

“发还”政策，并施加阻力将大生公司拖延至最后一批“发还”；另一方面，驻通日军虽制造事端，但无法

从根本上影响日方“发还”政策，更不能改变大生公司解除“军管理”的生存命运。故而在执行层面，钟

纺与江北公司采取多种手段，再一次对大生各厂强取豪夺，从最大程度上榨取利益。受驻通日军与日

商的掣肘，以至于大生公司“发还”的具体日期一再改变，其高层惴惴不安地与当地日方军政机关及钟

纺交涉。⑩

7月 12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制定《江北地区军管理工厂处理方针》，并于 14日函告梅思平：“尚未处

理的军管理工厂中，有 24厂发还在即，现江北地区仍有厂静候发还……依照《江北地区军管理工厂处

理方针》所载，大生纺织第一厂等应从速返还……由正当权利人向受托经营者支付委托经营以来的利

① 《大生驻通办事处致吾葆真、吴蓂阶函》（1943年 3月 21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

（V）》，第98页。

② 《大生总管理处所存日寇劫管期间内部通信》（1943年4月23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沪事务所档案，档案号：B401-111-618。
③ 《大生总管理处所存日寇劫管期间内部通信》（1943年4月23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沪事务所档案，档案号：B401-111-618。
④ 《大生驻通办事处致吾葆真、吴蓂阶函》（1943年 3月 21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

（V）》，第98页。

⑤ 《王兰生致吾葆真、吴蓂阶函》（1943年 4月 18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V）》，第
108页。

⑥ 《王兰生致吾葆真、吴蓂阶函》（1943年 5月 28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V）》，第
109页。

⑦ 《大生纺织公司向侵华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申请发还要厂所属一厂、副厂、电厂、三厂的有关材料》，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

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212。
⑧ 《大生纺织公司军管理始末纪要》（1939年 3月 2日—1943年 7月 31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

选编·纺织编（V）》，第197页。

⑨ 周宗根：《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南通绅商与战时政治（1937—1949）》，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⑩ 周宗根：《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南通绅商与战时政治（1937—1949）》，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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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金、管理费、医院、学校等慈善文化设施建设费、农事试验所等附属事业的经营费等。”①明确对大生一

厂、副厂、三厂、电厂及同为大生系统的达记布厂、中国制腿厂、复新面粉厂、广生榨油厂，与崇明岛的富安

纺织厂、大通纺织厂等10厂作出“发还”的处理方针。② 最终，经日汪督促、陈葆初等人积极运作，7月28
日大生公司终于搭上“发还”的“末班车”，于第13批得以“发还”，解除“军管理”，迎来了新的生存希望。

四、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的实质

1940年 10月 31日，华中沦陷区第 1批“军管理”工厂“发还”，至 1943年 7月 28日，包括大生公司在

内的第 13批“军管理”工厂“发还”，时间跨度将近 3年，华中沦陷区内共有 140家华资工厂解除“军管

理”。并且，不同工厂的“发还”形式与结局命运不尽相同，存在普通申请并“发还”、基于既往事实解除

“军管理”、日本军部解除“军管理”移入“敌产”管理（即“军管理削除工厂者”）三种方式，具体“发还”情

况如表1所示。

表1 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一览表

批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发还”时间

1940年10月31日
（同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0年11月30日
（12月7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1年2月28日
（3月11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1年5月31日
（6月17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1年7月31日
（8月8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1年10月31日
（11月4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2年5月9日
（22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2年8月13日
（同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2年10月10日
（同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2年12月8日
（同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3年1月14日
（同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3年7月24日
（同日举行交收仪式）

1943年7月28日
（同日举行交收仪式）

工厂名

仁丰机器染织厂，协新毛纺织染厂，恒大新记纺织厂，恒源兴记花厂

维新染织厂，勤兴袜衫厂，南昶铜厂，宏大橡胶厂

苏纶纺织厂，丽华纺织厂，丽新纺织印染整理厂，大降机器厂，贻成麦粉厂，
江南水泥厂

仁德纺织厂，中一纱厂，鼎鑫纱厂，广勤纺织厂，中华教育玩具厂

振新纺织厂，业勤纱厂，大公染织布厂，裕通面粉厂，顺余油厂

中华第一针织厂，恒兴泰油厂

上海纺织印染厂，申茂打包厂，中孚绢丝厂，中国冷藏公司，开林油漆公司，
华福制帽公司

华澄染织厂，豫康纺织厂，福新面粉第一、三、六厂，茂新面粉第一、二厂，九
丰面粉厂，文华美术印刷公司，开成造酸厂

恒丰纺织新局，纬成绢丝厂，利泰纱厂，永安纺织第二、四厂，华丰造纸厂，中
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章华毛绒纺织厂，永安纺织第一厂，大华印染厂，利用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
公司上海荧昌、镇江荧昌、苏州鸿生、杭州光华、南汇中华、东沟梗片厂，大中
染料厂

申新纺织第七厂，美丰纺织厂，民丰造纸厂，华丰搪瓷厂，扬子面粉厂，中国
水泥厂，上海水泥厂，振华油漆公司

庆丰纱厂，三友实业杭州纱厂，纬通合记纺织厂，嘉丰纱厂，申新第一、三、

五、六、八厂，中国打包厂，五洲固本肥皂厂，泰山砖瓦厂，大德新酒厂，中孚

化学染料厂，天利氮气制品厂，天原电化厂，中国酒精厂，钱屏记采石厂，湖

州今山荧石厂，和兴铁厂，苏州电气公司，东南砖瓦厂，中国植物油厂，宏业

砖瓦厂

大生纺织第一、三厂、副厂，富安纺织厂，大通纺织厂，达记布厂，天生港电
厂，中国制腿厂，复新面粉厂，广生榨油厂

数量

4

4

6

5

5

2

6

10

7

11

8

24

10

① 《江北各厂发还问题》（原件为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67。
② 《江北地区军管理工厂处理方针》（原件为日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实业部档案，二〇一二/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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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事
实解除

“军管
理削除
工厂”

附注

大丰纱厂，世界书局工厂，五丰机织漂炼印染厂，良新油罐厂，新祥面粉厂，元通漂染厂，大成纺织第一、
二、三厂，民丰纱厂，合记振华纱厂，大中华造纸厂，林笙军装第一分厂

裕丰染织厂，吉田号制油工厂，大新绸厂，美亚第五、六、七、八织绸厂，杭州造币厂，新昌碾米厂，龙华民
工厂，益新面粉厂，大中华橡胶厂，美亚染炼厂，启明染织厂，霖记木行，龙华造纸厂，中华煤球公司第
一、三厂，杭州绸丝厂，惠轮制丝厂，美亚杭州绸厂，杭州冷艺冰厂，杭州西冷机制冰厂，江南造船所，汉
冶萍煤矿

1. 基于既往事实解除“军管理”工厂大多在接受委员会成立前“发还”。
2.“军管理削除工厂者”，其解除“军管理”时间，大多在1940、1941年间，或先或后，与普通“发还”者的交
还时间相异。

13

25

续表

资料来源：实业部接收日军工厂委员会编：《实业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办理经过总报告》，国家图书馆藏，缩微
号：MGTS/040831，第5—9页；《申报年鉴社》编辑：《申报年鉴·民国33年》，申报社1944年版，第678—684页；［日］金丸裕
一監修『中國年鑑·大陸年鑑』第11巻昭和18年、ゆまに書房、2008年、256—257頁。

上表清楚地显示出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的“发还”顺序与“发还”规模，呈“前少后多”“前疏后

密“之势——1940年发还 2批，共 8厂；1941年“发还”4批，共 18厂；1942年“发还”4批，共 34厂；1943年
“发还”3批，共 42厂，呈现一条由缓至陡的上升曲线。1942年以后，“发还”工厂占 3/4，这与太平洋战场

形势变化，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施与汪伪政府地位及威权之提升密不可分。正如袁愈佺回忆：“这桩

汪日双方极感头痛的悬案，到了 1942年秋汪精卫第二次正式访日才得到解决……由石渡和重光葵会

同池田、藤山向东条进言后，东条内阁才决定将日军强占加以‘军管理’的中国工厂全部发还中国

业主。”①

值得一提的是，依据日方统计，在“发还”的 140家“军管理”工厂中，棉纺织工厂达到 67家，占比接

近一半②，其中包括大生、申新、大成、永安、民丰等著名纱厂，可以反衬棉纱行业之于战争的重要程度。

无论是日方、汪伪政府或者华商，均能明瞭战时棉纱业的特殊意义及其巨大经济利益，其亦成为“发还”

过程中较为显眼的争夺对象，这从大生公司的“发还”仪式上便可看出。

1943年 7月 28日下午 3时，中日双方在上海东和洋行举行“发还”仪式，系最后一批（即第 13批）“军

管理”工厂“发还”。接收委员会副委员长袁愈佺，汪伪实业部陈中骏、范光武、唐茂熙等，日方福山中佐

出席仪式，陈葆初代表大生公司参加。“首由福山中佐及袁次长相继致词，旋由日方受托经营者代表报

告管理工厂经过情形，末由大生纺织公司常务董事陈葆初致谢词，继即双方交互调印，至六时许散

会。”③福山致词：“在事变后，工厂受重大之破坏，而今能修理完成旧观，此乃管理工厂者经年之辛苦，实

所庆幸，此次全部交还之后，希望各工厂主持者努力活用能力，增强生产，复兴中国产业经济。”④可以窥

见，日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工厂所受之破坏，但避而不提破坏之始作俑者，而突出日方在“军管理”时

期的修理功劳。其后的希望，言下之意即为劝诫解除“军管理”的商民，与日方展开“合办”“合作”是其

此后出路，方可“复兴”。

同时，福山在致词中抬出张謇，强调“务须效习清末实业家张謇先生之数十年来经营工厂业之精

神，实施完成中日经济提携之真义，共同完遂大东亚战争，击灭英美侵略经济政策”。⑤福山通过形塑张

謇的实业精神，建构其作为“中日经济大使”的身份象征，激发陈葆初等大生公司高层以“张謇门徒”继

承其遗产的虔诚之心，以服务于日华“合办”的真实目的，并呼应“总力战体制”。

袁愈佺的讲话也反映出汪伪政府的尴尬处境——“对于友邦（日本）方面的友好精神和诚意，也是

① 袁愈佺：《日汪勾结掠夺中国资源概述》，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第142—143页。

② ［日］金丸裕一監修『中國年鑑·大陸年鑑』第11巻昭和18年、ゆまに書房、2008年、257頁。

③ 《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广生榨油厂中国制腿两合公司等接触军管并移交工厂终结证书案》（1943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二〇〇三/4654。
④ 《最后一批军管理工厂 昨举行发还典礼》，《中华日报》，1943年7月29日，第1张。

⑤ 《最后一批军管理工厂 昨举行发还典礼》，《中华日报》，1943年7月29日，第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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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分的感谢……要是没有友邦方面陆海军当局的爱护，恐怕这个工业中心（南通），一定要摧毁无疑，

但是现在依旧好好的发还给正当权利者，这应当怎样感谢友邦海陆军当局的善意，为中国实业前途造

福。”①袁愈佺是汪伪政府代表，但从他的讲话中看不出政府的权威地位，反而是一味的感激日方，发言

词中溢满阿谀奉承。“军管理”工厂的“发还”表面上看是日汪共同促成，然而从袁愈佺所言之中只能体

现出日方的“劳苦功高”，“发还”实质一览无余。

最后，陈葆初代表大生等“发还”工厂致感谢词。陈葆初所言：“本厂……借此复兴苏北，但念纺织

业之增加生产，不仅在厂内工作之奋勉，而在厂外原棉之取得……原棉之增加生产，不外广辟棉田，增

加种植之量，改善技术，增加收获之量，而此两者，又以完成整个苏北之水利为前提。”②在致谢词中，陈

葆初提出复业计划，将目光投射于南通水利事业建设，意在告诉日汪，请求予以方便。此外，陈葆初亦

引出“张謇门徒”的思考，提出：“南通先生张啬公（张謇），竭三十年之心力，研求苏北水利……凡读张先

生之言论者，皆可了然……惟有仰望军当局暨两国有关各官宪赞同其事，赐予主持，对于地方人士之工

作，充分谅解，充分协助，在可能范围，一切予以便利……纺织厂为张先生首创事业，尽以苏北产棉，因

地之利，事半功倍，当藉纺织为推进凡百事业之基础，造成苏北全面之繁荣。”③字里行间，透露出陈葆初

预料日汪会昭彰其“尊崇张謇”的假面，其在致谢中暗讽双方均未了解张謇，仅是浅显的表面文章，未能

充分“读张先生之言论”。同时，陈葆初更将兴修水利繁荣苏北的重责推向日汪，洞悉日汪对沦陷区有

着安靖地方、形塑威权的政治使命。“充分谅解，充分协助”，即指日汪或予以便利，或不做过多干涉，否

则苏北不仅不得繁荣，并且考虑到中共在此地频繁的抗日活动，甚至可能影响日汪建构的统治秩序。

随着大生各厂的“发还”，华中沦陷区 140家“军管理”工厂悉数“回归”，但其后的生存轨迹不尽相

同。有 51家工厂归还华商，17家工厂与日方“合办”，18家工厂被日方收购，24家工厂被日方征借，30
家工厂被迫关闭或移交汪伪政府管理，意味着仍被日方变相占领的工厂数达 59家。④更为重要的是，

即便可以回到华商手中，亦需要其付出相当之大的经济代价，以“弥补”驻地日军及日商。就大生公司

而言，需要向日方偿还钟纺在“代管时期”垫款 630930日元，折合中储券 459万元，故而陈葆初称：“彼时

公司存款一无所有，乃七拼八凑，移挪足数，由琛（陈葆初）会同张董事敬礼、沈董事燕谋，代表董事会前

往交付接收，而所接物资仅仅车面零数，真不值一盼。”⑤

可以说，所谓“发还”，其实质是日方将以另一种形式或姿态，对沦陷区华资各厂施以继续占领或统

治，民族工业的生存状况依然堪忧。具体到大生公司，虽然其在“发还”后“幸运”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

自由，但此种自由亦是建立在陈葆初等与日汪沟通争取的基础上，其生存质量看似好转。但沦陷区的

大环境决定其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摆脱日方管控，并且更多“发还”的工厂仍被日方占有，着实震愕。

陈葆初曾在抗战胜利后回忆：“大生当斯环境之下，真是枯鱼涸鲋，一筹莫展，亦大生有史以来未有之情

境。”⑥同时，驻通的大生副厂厂长王元章致函陈葆初：“况今厂虽发还，但江北公司在通仍继续存在，是

则卧榻之旁仍有虎视眈眈者在，能不惊心动魄耶！”⑦可见，大生公司虽在硬件方面具备复业可能，但若

① 《最后一批军管理工厂 昨举行发还典礼》，《中华日报》，1943年7月29日，第1张。

② 《大生纺织公司向侵华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申请发还要厂所属一厂、副厂、电厂、三厂的有关材料》，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

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212。
③ 《大生纺织公司向侵华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申请发还要厂所属一厂、副厂、电厂、三厂的有关材料》，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

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212。
④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忠杰主编：《上海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⑤ 《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1945年），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公司档案档案号：B403-111-621。
⑥ 《陈葆初致大生纺织公司临时管理处陆子冬先生交接报告书》（1945年 9月），南通市档案馆藏大生纺织公司档案，档案号：

B403-111-228。
⑦ 《王元章致陈葆初函》（1943年8月1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V）》，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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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获得日汪的软性许可，缺少流动资金的大生各厂将重蹈资生铁厂之覆辙，被日方视为“不能生产之

废铁，正好征用”①，面临被拆卸机件用于日军军需的厄运。在多种因素驱使下，为寻求生存空间，无论

此时是否需要考虑民族主义的道德压力，均无法逃避与日汪“合作”，大生公司进而走上交换代纺的生

存之路。

结 语

从 1940年 3月 18日西尾寿造出台“发还”声明，至 1943年 7月 28日大生公司等最后 10家“军管理”

工厂“发还”，华中沦陷区置于日军占领下的华资工厂悉数“回归”。“发还军管理”工厂，是汪伪政权话语

权威与统治资本的最佳展示之一，甚至在战后对汉奸审判中，梅思平亦将此作为其自我辩护中的一项

“功绩”。但表面上的“发还”不能改变各华资工厂的生存实态，更不能改变其依然置于日本占领统治之

环境这一基本事实，故而各工厂在解除“军管理“后呈现的生存轨迹大同小异。

从这一场历时三年有余的“发还”过程来看，各方势力均借助这一契机或实现政治意图，或吸收社

会资源，或扩大生存空间，各取所需，与其说“发还”是全面抗战中后期华中沦陷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

天”，不如说这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博弈与折冲。作为“发还”的主导者，日方内部存在矛盾

与冲突，地方的日军与日商不能容忍其利益受损，进而阻扰“发还”，使得日方表里不一。汪伪政府亦能

明晰自己的尴尬处境，“发还”初期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舆论战不仅未能平息谣言、安抚商民，更使“发还”

罩上一层朦胧的面纱，前景扑朔。即便在后期随着日方“对华新政策”的实施，汪伪政府的威权与地位

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发还”进程显著加快，但依然离不开日方的授意与支持。对以大生公司为代表的

沦陷区华资工厂及以陈葆初为代表的沦陷区商民而言，“军管理”工厂的“发还”并不能意味“重获新

生”，但商人的利益至少可以从无到有，改变现状，甚至“从长计议”，这是由其身份属性决定的。至于国

民政府，在长期受日方军事打击之下，已无力顾及沦陷区工厂及商民的生存，只能通过舆论施压以维系

他们的政治忠诚，却收效甚微。要而论之，由日汪主导，华中沦陷区华资工厂、商民及国民政府等共同

参与的“军管理”工厂“发还”，是各方势力间协调折中的平衡点与受力点，一定程度上实现“皆大欢喜”

的历史局面，但掩盖在“欢喜”之下的是，沦陷区华资工厂与商民饱受日汪统治、艰难求存的历史面相与

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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